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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台湾地区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推进所谓以“违宪审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宪政改革”ꎬ至 ２００１ 年“大

法官”作成“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方才将“最高审判机关”确定为“司法院”的改革目标ꎮ ２０１３ 年ꎬ“司法院”提出“大法官审理

案件法修正草案”ꎬ拟从“大法官”组织的“法庭化“ꎬ便捷“人民声请释宪”等方面改革“违宪审查制度”ꎬ试图通过落实 １９９９ 年

“司法改革会议”结论和“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的意旨ꎬ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审判性质和个案救济功能ꎮ 但“宪法法庭”
仍然无法对个案中人民权利进行积极、直接的救济ꎬ是为该草案最大遗憾ꎮ 长远来看ꎬ回复至“司法院为最高审判机关之制宪

本旨”是未来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核心ꎮ
[关键词] 　 中国台湾地区ꎻ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ꎻ　 “司法院”ꎻ　 “违宪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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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从“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到“大法官审理

案件法修正草案”

１９９２ 年ꎬ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经修订增加

了“大法官”从事“政党违宪审查”事项的规定ꎬ首次

明文规定“大法官”组织须以“法庭”形式组成ꎬ行之

有年的“大法官会议法”也随之更名为“大法官审理

案件法”ꎬ而学界也对以“会议”形式进行违宪审查

的正当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ꎮ １９９９ 年ꎬ我国台湾

地区“司法院”召开“司法改革会议”ꎬ确立了“一元

单轨”的最终改革目标ꎬ即将“司法院”由近期的“纯
粹审判机关化” 的目标扩张至远期的 “最高法院

化” [１]ꎮ 但此次会议仍属学术研讨性质ꎬ直至 ２００１
年ꎬ“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ꎬ首次

依据“宪法”第 ７７ 条明确强调“司法院”须从事“审
判”开始ꎬ“最高审判机关”才被正式作为“司法院”
未来的改革方向ꎮ 这份解释文将岛内学界长期存在

的“司法院”性质之争予以厘清ꎬ并为台湾地区“违
宪审查制度”向“宪法法院”模式迈进奠定了法理基

础ꎮ 至此ꎬ岛内司法实务界和宪法学界在建立“宪
法法院”式的“违宪审查”模式上基本达成共识[２]ꎮ
在此前后ꎬ“司法院”曾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２ 年提

出“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ꎬ然而均未通过

“立法院”审议ꎮ ２００６ 年ꎬ“司法院”再次提出“宪法

诉讼法草案”ꎬ不仅在名称上宣示了违宪审查制度

的“诉讼”和“审判”性质ꎬ而且在组织上以“宪法法

庭”取代先前的“大法官会议”ꎬ审查的最终结论也

必须以“裁判” 形式呈现ꎬ而不再只是“解释文”ꎮ
“司法院”希望藉此改变在原来体制下ꎬ外界因立场

不一而对解释文有不同解读ꎬ以至有损“释宪”成效

和“大法官”司法权威的现象[３]ꎮ 然而ꎬ此轮修法依

然未获“立法院”通过ꎮ
２０１３ 年ꎬ“司法院” 又掀起新一轮的 “违宪审

查”制度改革ꎬ发布了“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

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ꎬ将现行的“大法

官审理案件法”由 ３５ 条扩充至 １０９ 条ꎬ并朝以下四

个方向改革:(１)“释宪制度”司法化ꎻ(２)审理程序

精致化、透明化ꎻ(３)权利救济实益化ꎻ(４)案件审理

高效化ꎬ以期“释宪制度”能够同时发挥“维护宪政

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４]ꎮ 根据“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对“司法院”的定位①ꎬ“修正草案”明确

提出了“宪法解释继续朝法庭化及裁判化”改革的

方向ꎬ而对于改革方式ꎬ也尤为强调“在现制下推行

改良措施”ꎮ 对此ꎬ或可认为“司法院”意识到对人

民来说ꎬ“违宪审查”制度不能永远处在“高处不胜



寒”的状态ꎬ应当通过诉讼化的改革来扩大人民直

接参与的渠道ꎬ但由于现行“释宪”制度已运行多

年ꎬ臻于成熟ꎬ如果贸然全盘推翻ꎬ不仅在改革成本

上全无益处ꎬ而且在实际操作层面也将面临诸多困

难ꎮ 因此ꎬ在“现制”基础上进行“法庭化”改革或是

可行之策ꎮ 至于何为“草案”中所保留的“现制”ꎬ何
又为“改革”之标的ꎬ本文将略予分析ꎮ 与此同时ꎬ
本文拟选取此轮中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

革的若干重点ꎬ试图对该草案进行解读和评析ꎮ

二　 “修正草案”对若干重大制度的修正

(一)设计“宪法法庭”取代“大法官会议”
“司法院”在“修正草案”总说明中明确表示ꎬ此

轮改革的目的是使“宪法解释继续朝法庭化及裁判

化”方向发展ꎮ 这一点十分清晰地体现在“修正草

案”第 ３ 条ꎬ该条规定“大法官”行使职权一律以“法
庭”方式为之ꎬ试图以此取代现行法第 ２ 条规定的

“会议”方式ꎮ 然而ꎬ细究之则会发现ꎬ“修正草案”
中所谓的“法庭”与通常所谓的进行审判的法庭仍

有不同ꎮ 根据该“草案”第 ３ 条的规定ꎬ由“大法官”
组成的法庭分为“宪法法庭”和“统一解释法庭”两
种ꎬ前者负责“法规范违宪审查”等五种事项ꎬ后者

则负责统一解释和审判权争议案件ꎮ 对此ꎬ“修正

草案”理由书解释道ꎬ之所以区分两种“法庭”ꎬ是因

为“法规范违宪审查”机关争议、“总统” “副总统”
弹劾、政党违宪解散和“地方自治”保障等案件属于

“宪法性质”的事项ꎬ而统一解释和审判权争议则属

于“法律层级”的事项ꎬ两者在性质和效果方面均有

不同[５]ꎮ 除此之外ꎬ“修正草案”第 ３３ 条还规定对

包括“违宪审查”等事项的最终决定应采“判决书”
形式ꎬ这也是“大法官”组织走向“法庭化”的重要体

现ꎮ 另外ꎬ“修正草案”对言辞辩论、证据调查ꎬ以及

回避等一般性法庭程序也作了相应规定ꎮ
“法庭化”无疑是“修正草案”为“大法官”组织

确立的改革方向ꎬ但其所谓的法庭究竟是德国式的

宪法法院还是美国式的最高普通法院ꎬ尚不十分明

朗ꎮ 如果结合“修正草案”关于“人民声请释宪”部
分的修正内容观察ꎬ在保留“抽象法规范审查”和判

决结果产生“通案效力”方面ꎬ“修正草案”对“大法

官”组织的重新设计显然较倾向德国式的宪法法

院ꎮ 然而ꎬ“修正草案”第 ６１ 条又规定ꎬ人民得主张

“违宪”之标的仍然是抽象“法规范”本身ꎬ而不及于

其他具体的公权力行为ꎬ这似乎又未采纳德国主要

用以直接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ꎬ同时又与

着重解决具体个案争议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相去甚

远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我国台湾地区此轮“违宪审查”
制度改革在通过个案救济方式来保障人民权利方面

的进展并不明显ꎮ
(二)关于“人民声请释宪制度”
“人民声请释宪制度”是我国台湾地区“宪法”

体制中颇具特色的部分ꎬ对于这一制度ꎬ学界历来争

议最大的地方在于ꎬ“违宪审查”的决定可否如美国

的司法审查或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那样直接救济个

案中的人民权利ꎮ 从逻辑上来讲ꎬ对“大法官”组织

的“法庭化”改造必然会最终指向对人民权利的个

案救济ꎮ 而在理论上ꎬ“违宪审查制度”本身就应当

包含“法制统合”与“人权保障”两种功能[５]ꎮ 如此ꎬ
对于台湾地区现行制度而言ꎬ注重纯粹主观权利救

济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似乎并无太大的移植空间ꎮ
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ꎬ在规范控制之外ꎬ台湾地区

是否应当引入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ꎮ 对此ꎬ学术界

的意见并不一致ꎮ
１.肯定意见

德国宪法诉愿制度的审查范围非常广泛ꎬ可及

于所有公权力行为而不仅仅以抽象法规范为限ꎬ人
民对于抽象法律规范侵害其权利时ꎬ得请求宪法法

院宣告该法律规范因违宪而无效ꎬ同时对于具体行

政行为等公权力行为ꎬ认为有抵触宪法情形时ꎬ亦得

请求宪法法院撤销之[６]ꎮ 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

官”组织创设初始以“会议”方式行使职权ꎬ圉于现

实的制度环境ꎬ起初多偏向稳定社会秩序类型的

“释宪”作业ꎬ但随着“宪政秩序”渐趋巩固和“人民

声请释宪制度”的建立ꎬ“大法官”也开始关注人权

保障ꎬ“释宪”作业遂大幅向这一方向倾斜ꎮ “大法

官”首先将“判例”② 纳入审查范围ꎬ而后又逐渐将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③ꎬ乃至“公
务员惩戒委员会”的“案例”④纳入“法律或命令”的
范围加以审查ꎬ实质上已将普通法院的“法律见解”
纳入了审查范围[７]８￣９ꎮ 在学界ꎬ还有学者认为“大法

官”早已将“个案”纳入“违宪审查”范围⑤其中以针

对邓元贞案所作的“释字第 ２４２ 号解释”为典型ꎮ
本案中“大法官”的审查对象原为“民法”第 ９９２ 条

重婚得撤销条款的合宪性ꎬ但在宣告系争法律规范

“合宪”后ꎬ“大法官”却又进一步认为本案中两岸长

久隔绝的“个案情形”仍然构成撤销理由ꎬ此时“大
法官”的审查对象显然已经涉及“法律见解”和“法
律适用”部分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我国台湾地区的

“违宪审查”实务事实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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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ꎮ 然而由于现行制度并未明文

规定“大法官释宪”制度针对个案的人权救济和保

障功能ꎬ因此ꎬ有学者将此种做法称为“折衷制”的

宪法诉愿[６]ꎮ
２.反对意见

我国就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而言ꎬ除去

所谓“政党违宪案”、“总统”和“副总统”弹劾案ꎬ现
行体制上最接近德国宪法诉愿这种针对个案中的人

权救济的制度设计的莫过于“宪法”第 ５ 条第 １ 项

第 ２ 款规定的“人民声请释宪制度”ꎮ 有学者认为ꎬ
虽然“人民声请释宪制度”与德国宪法诉愿制度在

内容上不尽相同ꎬ但前者显然是从后者继受而来ꎮ
在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中ꎬ宪法法院可以通过发回

或者废弃原判决而直接救济人民权利ꎬ但台湾地区

的“大法官”解释则只能使人民重提再审或非常上

诉ꎬ但这种差异源自前者以“法庭”形式ꎬ而后者以

“会议”方式运作ꎬ仅仅只是“组织”问题ꎬ并不能否

认两者在本质上的相容性[１０]ꎮ
另一个较大争议来自对“判例”和“决议”的审

查ꎮ 从台湾地区目前的司法实务来看ꎬ“判例”和

“决议”已经被纳入到“大法官” “违宪审查”范围ꎬ
其理由在于两者具备抽象效力ꎬ对各级“法院”有实

际拘束力ꎬ客观上与“法律或命令”的效果无异ꎬ从
而构成作为人民声请“释宪”标的的“客观法规范”ꎮ
然而ꎬ也有学者认为ꎬ从“判例”和“决议”的本质来

看ꎬ两者均系“法律见解”ꎬ是“司法裁判行为”的一

部分[９]ꎮ 如此ꎬ对其进行“违宪审查”便有理论上的

困难ꎮ 因此ꎬ有学者主张应当仿效德国ꎬ放弃以法规

范作为违宪审查标的的限制性做法ꎬ将所有“国家

公权力行为”均纳入审查范围ꎮ 但问题在于ꎬ如此

扩张“违宪审查”范围ꎬ则“大法官”组织必须以“法
庭”形式运作ꎬ且其功能也将由客观法秩序的控制

逐步转向个案中的人权保障ꎮ 进一步而言ꎬ这种制

度上的变化不仅会造成“违宪审查”案件量激增ꎬ而
且“大法官”组织与普通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也将

愈发模糊ꎬ“大法官”组织会成为事实上的第四审

级ꎬ对普通法院ꎬ尤其是“最高法院”的独立审判构

成客观上的威胁ꎮ 这实际上也是德国宪法诉愿制度

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⑥ꎮ
就德国而言ꎬ抽象规范审查是主要的违宪审查

类型ꎮ 在原本内涵上ꎬ这一类型的目的在于通过对

法规范的合宪性审查来维护客观宪法秩序ꎬ而与具

体的人权保障无涉ꎮ 对个案中人民主观权利的救济

是通过另一种违宪审查类型ꎬ即宪法诉愿实现的ꎮ

德国宪法法院可以通过废弃原普通法院判决的方

式ꎬ直接在个案中对人民进行权利救济ꎮ 然而ꎬ需要

注意的是ꎬ德国宪法法院一直将裁判行为排除在宪

法诉愿的范围之外ꎬ并且始终强调法规范控制才是

自身的主要功能ꎬ即便是宪法诉愿也绝非普通法院

之外的附加救济途径ꎬ以此避免使自身成为超级审

级ꎮ 因此ꎬ有学者认为应当回到“宪法”第 ７７ 条和

第 ７８ 条有关权限分配的规范含义ꎬ“大法官”从事

狭义“违宪审查”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客观宪法秩

序”ꎬ如此其决定具备“一般性效力” 方可顺理成

章[１０]１３７￣１３８ꎮ 就“人民声请释宪制度”而言ꎬ起初即便

法规范被判“违宪”ꎬ其效力也不及于声请人ꎬ后“大
法官”藉由“释字第 １７７ 号解释”将效力延伸至原因

案件ꎬ但也仅及于声请人ꎬ即将之作为给予声请人

“对其为厘清法律状态所做贡献的‘射中者奖金’”ꎬ
背后的目的仍在于维护客观法秩序ꎬ而非个案中的

人权救济ꎬ故此种审查类型毋宁应定性为“非真正

基本权诉愿” [１１]ꎮ 同时ꎬ亦有“大法官”指出ꎬ即便

“违宪审查”采“宪法法院”的形式展开ꎬ其审判权内

容也不同于一般审判权ꎬ即便针对宪法诉愿案件ꎬ其
亦仅用严格意义的“宪法观点”审查原判ꎬ而不干涉

原判的法律适用方法或诉讼程序恰当与否ꎮ 这也再

次论证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目的仍在于维

护客观宪法秩序ꎬ而非保障人民主观权利⑦ꎮ
然而ꎬ即便理论和实务上有此限制ꎬ仍不可完全

避免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权限重叠ꎮ 德国有学者

就认为ꎬ宪法诉愿并非人民诉讼上不可或缺的制度ꎬ
因为其根本不涉及“基本权保障之强弱”ꎬ亦非“权
力分立”原则的必然要求ꎮ 因此ꎬ有不少德国学者

主张大幅限缩ꎬ乃至废除宪法法院对普通法院裁判

的控制[１０]１４１￣１４６ꎬ１５５￣１５７ꎮ 反观台湾地区现行“宪法”ꎬ
第 ７８、７９ 条规定“大法官”组织负责解释“宪法”和
“法律”ꎬ长久以来原则上都属于抽象审查ꎬ以“规范

控制”为核心ꎬ即使存在“人民声请释宪制度”ꎬ亦非

以主观基本权利救济为核心[１１]ꎬ因此ꎬ“大法官”组
织的决定并不能直接影响个案中人民的权利义务ꎮ

３.“修正草案”采否定立场

“修正草案”第 ６２ 条规定人民得不待审级用

尽ꎬ于诉讼中向“繫属法院”提出“释宪”声请ꎬ若法

院认为具备相当理由ꎬ则应转送“宪法法庭”审理⑧ꎬ
放宽了人民声请“释宪”的可能空间ꎬ降低了最终解

决纠纷的时间成本ꎮ 然而此种“声请”实际上须受

“繫属法院”的审查ꎬ即如果法院认为缺乏“相当理

由”ꎬ则人民只得在用尽审级救济后方能提起“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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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救济⑨ꎮ 然而ꎬ根据“修正草案”第 ５５ 条和 ６４
条之规定ꎬ人民所提起的诉讼标的即便获得“违宪”
宣告ꎬ其仍然必须再向“普通法院”请求最终的权利

救济⑩ꎮ 这表明“修正草案”只是将“释字第 １７７ 号

解释”的意旨予以条文化ꎬ并未进一步规定“宪法法

庭”可给予人民积极和直接的权利救济ꎬ此实与现

行制度并无二致ꎮ
(三)判决的一般效力

对于“违宪审查”结果应否产生抽象、一般效

力ꎬ我国台湾学界一直颇多争议ꎬ立场对立的两方仍

以德美两国作为制度和理论上的渊源ꎮ 就德国而

言ꎬ只有宪法法院才拥有决定“宪法问题”的违宪审

查权ꎬ且其最重要的功能目的本身就在于通过审查

法规范的合宪性以维护客观宪法秩序ꎮ 因此ꎬ其所

为之决定必然要具有抽象和一般效力ꎮ 反观美国的

情况ꎬ由于其采纳了分散性违宪审查体制ꎬ并且在功

能上ꎬ最高法院与低级法院均专注于个案中的人权

救济ꎬ因此ꎬ倘若其判决无意间对立法产生影响ꎬ进
而建构了抽象的法规范秩序ꎬ那也更多地属于制度

的间接效应和遵循先例这一特有的普通法原则的附

带产品ꎬ而非违宪审查体制的主观目的ꎮ “修正草

案”第 ３７ 条第 １ 项规定“释宪”判决主文有“拘束法

院、各机关、地方自治团体、人民、法人及政党之效

力”ꎬ此系对“释字第 １８５ 号解释”中所谓的“对世效

力”的条文化ꎮ 修法理由称此规定参考了德国宪法

法院的相关规定[４]ꎬ细究之ꎬ原因莫过于台湾地区

与德国皆采取集中型违宪审查体制ꎬ而德国的宪法

法院制度又符合台湾地区“大法官”组织“法庭化”
的改革方向ꎮ 实际上ꎬ该条规定不过是将现行“大
法官释宪”实务予以条文化ꎬ即便以“宪法法庭”取
代了“大法官会议”ꎬ但显然并未将“宪法法庭”定位

为完全的“审判机关”ꎬ“宪法法庭”的决定并不仅仅

只拘束案件当事人ꎬ“大法官”仍然负有建构和维护

客观法规范秩序的责任ꎮ 因此ꎬ所谓“改革”ꎬ原则

上与现行制度并无二致ꎮ
(四)机关冲突去“疑义化”
“修正草案”第 ３ 章规定了“国家机关”之间在

行使职权时发生冲突的解决机制ꎬ实际上是对现行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 ５ 条第 １ 项进行了具体化

作业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ꎬ“修正草案”第 ６６ 条第 １
项规定ꎬ“国家最高机关ꎬ因行使职权ꎬ与其他国家

最高机关发生宪法上权限之争议ꎬ或发生其他宪法

适用上之争议ꎬ得声请宪法法庭为机关争议之判

决ꎮ”将之与现行“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 ５ 条第 １

项目第 １ 款相对照ꎬ可以发现“修正草案”将“国家

机关”之间的冲突限缩在所谓“争议”事项的范围

内ꎬ即只有机关之间发生权限争议始得诉诸“宪法

法庭”寻求解决ꎬ明显排除了现行法规定的“疑义”
事项ꎮ 至于如此修正的理由ꎬ“修正草案”第 ６６ 条

修法理由解释道ꎬ“本于司法最后性原则ꎬ发生争议

之机关间ꎬ应尽力协商ꎬ努力排除争议状态􀆺􀆺使司

法权不过早介入而破坏宪法上权力分立原则” [４]ꎮ
这一理由虽然并未直接阐明排除“疑义”解释的原

因ꎬ但其却隐约显露出制度设计者对“宪法法庭”受
案标的的“争讼”性质的凸显􀃊􀁉􀁔ꎮ

三　 评　 析

(一)关于“修正草案”的小结

相较于现制ꎬ“修正草案”的最大调整莫过于在

形式上将“大法官”组织“法庭化”ꎬ然而通过条文内

容仍可发现ꎬ“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与普通法

庭仍有很大不同ꎮ 简言之ꎬ“宪法法庭”并不完全具

备普通法庭的“审判庭”性质ꎬ因为其仍然从事抽象

法规范审查ꎬ其“判决”具有一般效力ꎬ而就“人民声

请释宪制度”而言ꎬ申请人获得“违宪宣告”后仍须

至普通法院进行诉讼ꎮ 由此可知ꎬ“修正草案”仍然

希望“违宪审查制度”能够继续发挥维护“客观法规

范秩序”的功能ꎬ这也得到了“修正草案”第 １４ 条修

法理由的佐证ꎮ 虽然此轮改革在方便人民声请“释
宪”、法庭外观的建构、“宪法”第 ５ 条第 ４ 项的具体

化ꎬ以及机关权限冲突争议化等方面的规定似乎的

确往个案裁判与救济的方向靠近了一些ꎬ修法理由

中也数度提及“修正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德

美两国的制度ꎬ然而事实上ꎬ在发挥“违宪审查”制

度的个案救济功能方面ꎬ台湾地区并未采纳德国宪

法诉愿制度ꎬ距离美国违宪审查体制则更为遥远ꎮ
对此ꎬ有学者认为“修正草案”在“司法为民”以及草

案总说明中所谓的“权利救济实益化”方面仍有努

力空间[１２]ꎮ
在“释宪制度”的设计方面ꎬ“修正草案”相较于

传统有重大变化ꎬ但若与普通民刑事诉讼程序相比ꎬ
仍有相当差距ꎮ 这是因为“大法官”审理的案件不

一定具备普通民刑事诉讼的“两造对立性”ꎬ通常只

是就合宪性问题进行抽象判断ꎬ与完全的“司法审

判”仍有较大距离[１３]ꎮ 例如ꎬ“修正草案”第 ２ 条规

定“大法官”职掌六大事项ꎬ其中统一解释“宪法”和
“法律”、法规范“违宪审查”均为抽象解释类型ꎬ而
非对具体争讼进行“审判”ꎮ 另外ꎬ对于声请“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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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进行 “释宪” 的主体ꎬ“修正草案” 仍以 “声请

人”ꎬ而非 “诉讼当事人” 称之ꎬ非讼色彩依然浓

厚[１２]ꎮ 因此ꎬ无法否认的是ꎬ此轮改革与 １９９９ 年的

“司法改革会议”结论和“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的意

旨仍然相距较远[２１]ꎬ甚至有学者担心“大法官”依

“修正草案”行使职权实际上仍只会在审查“政党违

宪案”和“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进行实质的“审

判”ꎬ而在其他事项中则与修法前并无二致ꎬ形成

“一半审判ꎬ一半会议”的“半套改革” [１４]ꎮ 然而ꎬ从
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潮流来看ꎬ“修正草案”所开启

的“法庭化”和逐步重视个案中的人权救济的改革

之路仍旧透露出一丝乐观景象ꎮ
(二)综合观察:兼及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

的未来

早期的“大法官”解释多以“疑义解释”为主ꎬ而
后逐步迈向实质的“违宪审查”􀃊􀁉􀁕ꎬ这表明“大法官”
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逐步由积极的“指导者”走向

了事后消极的“裁判者”ꎮ 同时ꎬ近些年来ꎬ人民声

请“释宪”的案例数量大幅增长ꎬ在比例上甚至有超

越机关争议和“宪法疑义解释”案件的趋势ꎬ这表明

民众对于藉由“违宪审查制度”来救济自身权利的

需求正不断增长ꎬ而“违宪审查”的主要功能也开始

逐步由维护客观法规范秩序转向人民权利之保障ꎮ
台湾地区著名公法学家翁岳生教授曾表示ꎬ“违宪

审查”虽具有维持“宪政秩序”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双

重功能ꎬ但侧重人民权利保障ꎬ缩小“宪法规范性”
与“宪法现实性”的距离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１３]ꎮ

现行“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对于人民声请“释
宪”设置了十分严苛的条件ꎬ如穷尽救济途径ꎬ解释

结果也对个案不生效力ꎮ 对此ꎬ“修正草案”首先放

宽了“穷尽救济途径”要件ꎬ接着第 ６４ 条将“释字第

１７７ 号”和“第 １８５ 号解释”赋予原因案件当事人救

济之意旨予以条文化ꎬ明显加强了对个案中人民权

利的保障ꎮ 但是条文中所谓的“依法定程序请求救

济”应指声请人须至普通法院请求救济ꎬ即提起再

审或非常上诉ꎬ而非由“宪法法庭”“直接”变更或废

弃原审判决ꎮ 这表明“修正草案”在“宪法法庭”的
定位上既未仿效美国最高法院ꎬ也未追随德国宪法

法院ꎬ仍旧通过“间接”方式发挥救济人民权利的

功能ꎮ
１９９５ 年“司法院”成立“司法院定位研究委员

会”ꎬ并提出“现制改良方案” [７]２１￣２２ꎬ当时就已经显

示了“司法院”将“违宪审查”模式朝司法化和审判

化方向推进的意图ꎮ １９９９ 年的“司法改革会议”确

立了“大法官”组织应以“法院”方式运作ꎬ并且应从

事“诉讼”和“审判” [１５]ꎬ由此确定了“司法院”“审判

机关化”和“审判权一元化”的改革方向ꎬ甚至有学

者认为这一目标表明台湾地区的“大法官”组织和

“违宪审查”体制正朝美国最高法院制度迈进[６]ꎮ
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否应当仿效美

国分散型体制的问题ꎬ已然超越了本文的论题ꎬ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的是ꎬ现代违宪审查制度不能完全脱

离司法审判ꎬ台湾地区亦不例外ꎬ保障人民的主观权

利必然是“大法官”的任务之一ꎮ 而从台湾地区“释
宪”历程的角度看ꎬ这一观念的变迁和确立也颇费

了一番周章ꎮ “释字第 １７７ 号解释”是第一个明确

将“个案救济”观念输入“违宪审查制度”中的解释

文􀃊􀁉􀁖ꎬ但“违宪审查”之客体范围仅限“抽象法规范”
的观念依旧十分牢固ꎬ直至“释字第 １８５ 号解释”似
将这一范围扩张至法院“适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

‘见解’”􀃊􀁉􀁗ꎮ 后来的“释字第 ２４２ 号解释” 更是将

“个案”纳入“违宪审查”范围的经典例证ꎬ“大法

官”在系争“法律” “合宪”情形下ꎬ还将审查普通法

院的“法律适用”行为􀃊􀁉􀁘ꎬ此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抽

象规范审查ꎬ而是进入到了个案权利救济的范畴ꎮ
“释字第 ３７１ 号解释”则称“法官于审理案件时ꎬ对
于应适用之法律ꎬ依其合理之确信ꎬ认为有抵触“宪
法”之疑义者ꎬ自应许其先行声请解释“宪法”ꎬ以求

解决”ꎬ对于缩短人民通过司法审判获得救济的时

间颇具价值ꎮ “司法改革会议”之后ꎬ“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再度确立了“司法院”“最高审判机关”的定

位①ꎬ这无异于要求“大法官”除了行使“宪法”第 ７８
条赋予的解释权之外ꎬ还必须承担起第 ７７ 条所规定

的“审判”职责ꎮ 之后ꎬ“释字第 ６０１ 号解释”十分详

细地阐述了“大法官”组织与“审判”之间的关系ꎬ称
“大法官实为最终且唯一之有权解释或裁判机关”ꎬ
其“就人民基本权利保障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等宪

法基本价值之维护ꎬ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断”ꎬ并
“依人民或政府机关声请就个案所涉之“宪法”争议

或疑义作成终局之判断ꎬ其解释并有拘束全国各机

关与人民之效力ꎬ属国家裁判性之作用ꎬ乃司法权之

核心领域”􀃊􀁉􀁚ꎮ 根据常识ꎬ司法权之核心毫无疑问是

“审判”ꎮ 因此ꎬ“释字第 ６０１ 号解释”中的“裁判作

用”必然包涵了“审判”的含义在内ꎮ 这无疑是对

“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最好的“再解释”ꎮ
然而ꎬ有学者对于“司法改革会议”结论和“释

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持批判立场ꎬ认为若依据两者观

点ꎬ“司法院”最终将取代“最高法院(包括‘最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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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成为“终审”法院ꎬ则势必导致“大法官”
组织无法继续独占“释宪权”ꎬ下级法院也将行使

“违宪审查权”ꎮ 然而这种批判似乎犯了教条主义

的错误ꎬ须知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并非只有德

美两国的体制可供选择ꎮ 台湾地区通过长期“释
宪”所建立起来的司法分工制ꎬ即由“大法官”组织

司职“法规范控制”ꎬ由普通法院司职“审判”的权限

分配体制ꎬ无论从“功能妥适性”角度ꎬ还是“成本效

益”角度考察ꎬ皆恰好得以取此两种体制之长而补

其之短ꎬ应为这两种体制之外更好的选择[１６]ꎮ 因

此ꎬ无论是德国宪法诉愿制度ꎬ还是美国的个案审判

模式ꎬ皆不如台湾地区现行所建构的功能分配体系

更为妥适ꎬ“让‘宪法法院’审查抽象的规范ꎬ藉此不

断深入挖掘‘宪法’的规范内涵ꎬ形成能凝聚社会共

识的一些原则ꎬ而让各专业法院根据这些‘宪法’原
则去审查个别的决定” [１７]ꎬ两者分别由抽象行为控

制和具体行为控制着手ꎬ或可较好地协调法规范控

制和人权保障两种制度目标ꎮ
对于“大法官”组织或“宪法法院”直接裁判个

案ꎬ救济人权可能会产生超级审级的问题ꎬ也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ꎬ“审级制度”并非“宪
法”上诉讼权的核心ꎬ可由“立法权”自主形成􀃊􀁉􀁛ꎬ是
“法律”层次的问题ꎬ相对而言ꎬ人权救济是当然的

“宪法”问题ꎬ有权利必然要有救济􀃊􀁊􀁒ꎮ 第二ꎬ在台湾

地区现行“违宪审查”体制下ꎬ系争“法律” “合宪”
时ꎬ“普通法院”即可进行法律救济ꎮ 若该“法律”
“违宪”ꎬ则仅有“大法官(‘宪法法院’)”得以救济

当事人权利ꎮ 在方式上ꎬ无论是“大法官(‘宪法法

院’)”自己从事个案审判当事人权利予以直接救

济ꎬ还是转由普通法院根据 “大法官 (‘宪法法

院’)”的“违宪宣告”进行再审ꎬ第四审的出现势不

可免ꎬ对于后一种制度设计甚至可以说存在事实上

的第五审ꎮ 第三ꎬ在“大法官”组织转型成为真正的

“宪法法院”后ꎬ其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权限关系实

际上将更为明朗ꎬ即“宪法法院”作为解决“宪法”问
题的“最高机关”ꎬ正如其他民刑事问题由“最高法

院”作为“最高决定机关”一样ꎬ理论上并不存在权

限冲突问题ꎮ 纵然两者就管辖问题产生嫌隙ꎬ也不

能构成将违宪审查机关不直接救济人民权利的不利

益加诸于人民的理由ꎮ
“审判”是司法权的核心ꎬ而不论采文义还是任

何其他解释方法ꎬ“审判”必然与“个案”相联系ꎬ而
非单纯的抽象法规范审查或法条疑义解释ꎮ 至于司

法权是否应同时进行抽象法规范审查并作出具备一

般效力的决定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ꎬ并不妨碍作

为“司法者”的“大法官”“直接”通过“审判”个案来

救济人民权利ꎮ “宪法”增修条文第 ５ 条第 ４、５ 项

规定的“总统”、“副总统”弹劾案和“政党违宪解散

案”已然通过明文强调了个案性、实质审理和具体

裁判等条件ꎬ实际上已离维护客观宪法秩序的功能

较远ꎬ只不过在本质上仍非人权保障之事项ꎮ 因此ꎬ
笔者以为ꎬ纵然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对于“违宪审

查”制度功能并未明文规定ꎬ但通过“修宪”和历次

“释宪”的实践ꎬ似可认为“宪法”逐步强化了对个案

审判的重视ꎮ 自“大法官”组织行使“违宪审查权”
至今ꎬ台湾地区已经逐步完成“民主转型”ꎬ渐趋稳

定的法治社会ꎬ较好地落实了“违宪审查”制度的

“客观宪法秩序”维护功能ꎬ但与此同时ꎬ这一制度

的个案救济功能则发挥不足[１８]ꎬ与人民日益增长的

实际需求渐行渐远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在台湾地区现

今司法实务中ꎬ普通法院虽无“法律违宪”的审查

权ꎬ但仍保有“法律合宪”审查权和针对“命令”以下

位阶规范的“违宪审查权”ꎬ客观上逐渐将“宪法”精
神落实于具体个案之中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法

官”进行“违宪审查”时对个案救济功能发挥不足的

缺陷[１１]ꎮ 然而ꎬ在当下集中型“违宪审查”模式下ꎬ
“法律违宪”审查权无法通过“普通法院”直接落实

于具体个案之中ꎬ仍须依赖“大法官”提供“间接”救
济ꎮ “修正草案”将“宪法”增修条文第 ５ 条对实际

“审理”的强调直接以“宪法法庭”形式予以部分落

实ꎬ并在正当程序适用和人民提起“宪法诉讼”的时

间等方面有所完善ꎬ但“宪法法庭”的判决仍然无法

对个案中人民的权利进行积极、直接的救济ꎬ是为

“修正草案”的最大遗憾ꎮ 此后ꎬ“司法院”公布的

“司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第 ３ 条将“大法官”的管

辖案件确定为法规范“违宪”案、机关争议案、“总
统”及“副总统”弹劾案、政党“违宪”案、“地方自

治”保障案ꎬ以及统一解释和审判权争议案等六大

类型ꎬ似又回到了偏重“客观宪法秩序”维护功能的

老路ꎬ而与“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的意旨和“修正草

案”的改革方向相背离ꎬ显示了“司法院”对自身定

位在理论上的混乱和在实践上的踌躇不前􀃊􀁊􀁓ꎮ
从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ꎬ很难想

象日益“司法化”的违宪审查权主体会长期拒绝给

予人民直接的权利救济ꎮ 因此ꎬ回复至“司法院为

最高审判机关之制宪本旨”①乃是未来台湾地区“违
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核心ꎮ

７９第 ３ 期 敖海静:评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注释:
①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释ꎮ
②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１５３ 号ꎬ第 １５４ 号ꎬ

第 ２７１ 号解释ꎮ
②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３７４ 号解释ꎮ
③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３９５ 号解释ꎮ
④李念祖教授就举出数例以为论证ꎬ如“释字第 ３１６ 号

解释”所审查的“铨叙部”函释实际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异ꎬ
“释字第 ４２３ 号解释”的审查对象及于“行政法院”的裁判和

行政机关的观念通知行为ꎬ“释字第 ２９５ 号解释”的审查对

象也是 “行政法院”的裁判ꎬ“释字第 ４７７ 号解释”以“法律

适用”作为审查对象ꎬ“释字第 ４９９ 号解释”审查的是“国民

大会”的“表决行为”ꎬ“释字第 ５２０ 号解释”以“宪政机关职

务上行为” 作为审查对象ꎮ 参见李念祖:«司法者的宪法

(二)»ꎬ元照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４６￣６５ 页ꎮ
⑤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６０１ 号解释彭凤

至、许宗力“大法官”协同意见书ꎮ
⑥针对这一问题ꎬ德国学界曾提出“赫克准则”、“特别

宪法事项”和“机动条款”等学说ꎬ试图清楚界定宪法法院和

普通法院之间的权限ꎬ但实际效果一般ꎮ 参见刘淑范:«宪

法审判权与一般审判权间之分工问题:试论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保障基本权利功能之界限»ꎬ载刘孔中、李建良主编:«宪

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ꎬ“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所 １９９８ 年版ꎬ第 １９９ 页以下ꎮ
⑧“修正草案”第 ６２ 条第 １ 项规定ꎬ“人民、法人或政党

就其为当事人之诉讼案件或非讼事件ꎬ认裁判所应适用之法

律位阶法规范抵触‘宪法’ꎬ得于法院审理程序ꎬ提出向‘宪

法法庭’声请违宪判决书状ꎮ 法院如认其主张有相当理由

时ꎬ应转送‘宪法法庭’ꎮ”
⑨“修正草案”第 ６１ 条第 １ 项规定ꎬ“人民、法人或政党

就其依法定程序用尽审级救济之诉讼案件或非讼事件ꎬ对于

受不利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之法规范ꎬ认有抵触‘宪法’者ꎬ
得声请‘宪法法庭’为违宪之判决ꎮ”

⑩“修正草案”第 ５５ 条规定ꎬ“判决宣告法规范立即失

效者ꎬ于‘宪法法庭’判决前已繫属于各级法院而尚未裁判

之案件ꎬ应依判决意旨为裁判ꎮ 判决前已适用前项法规范作

成之刑事确定裁判ꎬ‘检察总长’得依被告之声请ꎬ提起非常

上诉ꎻ其他确定裁判之效力不受影响ꎮ 但尚未执行或执行未

完毕者ꎬ于违宪范围内不得再予执行ꎮ”第 ６４ 条第 １ 项规定ꎬ
“本节案件ꎬ判决宣告法规范立即失效或定期失效ꎬ或仅于

一定范围内始符‘宪法’意旨者ꎬ就已确定之原因案件ꎬ声请

人得依法定程序或判决意旨请求救济ꎻ原因案件为刑事确定

裁判者ꎬ‘检察总长’亦得据以提起非常上诉ꎮ”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第 ５ 条第 １ 项第 １ 款规定ꎬ

“‘中央’或地方机关ꎬ于其行使职权ꎬ适用‘宪法’发生疑义ꎬ
或因行使职权与其他机关之职权ꎬ发生适用‘宪法’之争议ꎬ
或适用法律与命令发生有抵触‘宪法’之疑义者”ꎬ得声请解

释‘宪法’ꎮ 显然ꎬ现行法固定机关对法律适用发生疑义ꎬ即

可‘声请释宪’ꎬ相比“修正草案”第 ６６ 条第 １ 项的规定ꎬ‘声

请释宪’的门槛较低ꎮ
􀃊􀁉􀁔关于机关权限冲突由疑义转向争议ꎬ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ꎮ 例如ꎬ吴信华教授认为ꎬ“违宪审查制度”不等于“疑义

争议化”ꎬ因为“两造对立”作为一般司法程序中双方“讼争

性”之要求ꎬ然而“宪法”案件不同于普通案件ꎬ“法规范”的

“合宪性”控制是“违宪审查”的核心ꎬ即使称为“宪法诉讼”ꎬ
亦不应剥夺其维护客观“宪法秩序”的制度本旨ꎮ 参见吴信

华ꎻ«宪法诉讼专题研究(一)———诉讼类型»ꎬ元照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２８ 页ꎮ
􀃊􀁉􀁕苏永钦教授称之为“消极解释”ꎮ 参见苏永钦:«合宪

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ꎬ月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ꎬ第 １６１￣
１６２ 页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１７７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１８５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２４２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３７１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６０１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３９６ 号ꎬ第 ４４５ 号ꎬ

第 ５１２ 号解释ꎮ
􀃊􀁊􀁒参见“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２４３ 号ꎬ第 ３９６ 号ꎬ

第 ５４６ 号ꎬ第 ６５３ 号ꎬ第 ６８４ 号解释ꎮ
􀃊􀁊􀁓事实上ꎬ“司法院”对“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认识和

设计混乱并非到 ２０１３ 年版的“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

案”中才体现出来ꎬ有学者对其 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宪法诉讼法

草案”修法内容就以“从混乱到混乱”一语作为评价ꎬ并从 ５
个方面予以了详细解说ꎮ 参见周叶中、祝捷:«我国台湾地

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

象»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７ 第 ４ 期ꎬ第 １０￣１４ 页ꎮ

[参考文献]
[１] 　 刘孔中ꎬ王红霞.台湾地区“司法改革”６０ 年:司法独立

的实践与挑战[Ｊ] .东方法学ꎬ２０１１(４):５９￣６２.
[２] 　 周叶中ꎬ祝 捷.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

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 为对象[ Ｊ] .法学评论ꎬ
２００７(４):１￣８.

[３] 　 张永明.宪法诉讼法草案之探讨[ Ｊ] .月旦法学杂志ꎬ
２００７(１４５):２１￣３９.

[４] 　 “司法院”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总说明[Ｒ] .
台北:“司法院”ꎬ２０１３.

[５] 　 林来梵.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Ｍ] .北京:法律出版

社ꎬ２００９:１５￣１９.
[６] 　 翁岳生.我国宪法诉讼制度之展望[ Ｊ] .“中研院”法学

期刊ꎬ２００７(１) .
[７] 　 翁岳生.“宪法”解释与人民自由权利之保障[Ｍ] / / 李

建良ꎬ简资修.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 ２ 辑) . 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ꎬ２０００.
[８] 　 吴信华.“宪法”诉讼专题研究.诉讼类型[Ｍ] .台北:元

８９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照出版社ꎬ２００９:８０￣８１.
[９] 　 黄昭元.“司法院”的命令制定权.评“释字第 ５３０ 号解

释”[Ｊ] .法学杂志(台北)ꎬ２００２(３２):９４￣９６.
[１０] 　 苏永钦.寻找共和国[Ｍ] .台北:元照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１１] 　 苏永钦.夏虫语冰录(６５):人权救济的漏洞[ Ｊ] .法令

月刊ꎬ２０１３(６):８７４.
[１２] 　 李念祖.扭曲的特别多数不是“宪法”诉讼的正当程

序———我看“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修正草案

[Ｊ] .法学杂志(台北)ꎬ２０１３(２２２) .
[１３] 　 林明锵.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评

析———催生台湾的 “宪法法院” [ Ｊ] . 法学杂志 (台

北)ꎬ２０１３(２２２):２１.
[１４] 　 许育典.“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面面

观[Ｊ] .法学杂志(台北)ꎬ ２０１３ꎬ(２２２):２５.
[１５] 　 王和雄.“司法院”定位(一)———一元多轨与一元单

轨[Ｍ] / / 汤德宗ꎬ黄国昌.司法改革十周年的回顾与

展望.台北:新学林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０:８９￣９１.
[１６] 　 黄昭元.司法违宪审查的制度选择与司法院定位[ Ｊ] .

台大法学论丛ꎬ２００３(５):６６.
[１７] 　 李念祖.真对待主观基本权利———“宪法”解释为司

法改革能 做 的 贡 献 [ Ｊ] . 法 学 杂 志 ( 台 北) . ２０１１ꎬ
(１７０):３１￣３３.

[１８] 　 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

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 Ｊ] .环球法律

评论ꎬ２００２(１):５１￣５５.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Ｏ Ｈａｉ￣ｊｉｎｇ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９０ｓ ｏｆ ｌ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Ｔａｉｗａｎ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Ｎｏ. ５３０ ｉｎ ２００１ꎬ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Ｙｕ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３ꎬ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Ｙｕ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 ｔ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ｉｋｅ ａ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ｆｉｌ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９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５３０ ｉｎ ２００１ꎬ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Ｙｕ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ａ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ｓ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ｆｌａｗ ｏｆ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ꎬ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Ｙｕ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ꎻ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Ｙｕａｎꎻ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９９第 ３ 期 敖海静:评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